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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专家、公众三者的合作机制可能导致科技伦理治理的“黑箱”。基于知识共生产理论视角，分析科技伦理治理主体，即政府、专家、公众三者的基础性功能与其对应的实现方式。研究认为，知识共生产理论是指在同一个系统范畴内，各子系统在整合自身知识资源的基础上，采取审慎包容的态度吸纳其他子系统的知识资源，使各个子系统等享有知识资源，最终共同完成知识资源生产与再生产的全流程。在政府、专家和公众等主体共同参与到科技伦理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各主体分别具有空间平台架构、知识储备再造和外生需求动因的基础性功能，从而实现了知识的共生产。其中，政府和企业为知识共生产提供空间并搭建主体平台，做好科技风险大小预估排序；专家评估和审查各地科技潜在隐患，并为知识共生产提供稳定的知识来源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基础知识来源与知识再生产；公众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外部动力与生产需求，同时发挥作为第三方监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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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Func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Co-Production Theory

Wang 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在以上中文摘要的基础上，英文摘要在背景、方法、数据、结论等方面的介绍可适当更加详细些，且注意在表述中使用和体现本文的关键词，以利于文章容易被检索发现、在国际上广泛传播】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a developed economy can bring fertile soil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it also brings ethical risks. Based o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co-produc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func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methods under thi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when the government, experts, the public and other subjects jointly participate in the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issues, each subject has a "space platform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reserves" and "exogenous demand drivers", thereby realizing the co-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se three basic functions enable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provide space and build a main platform for knowledge co-production, experts to provide basic knowledge sources and knowledge reproduction, and the public to provide external motivation and production needs for knowledge co-production. In this regard, future research can not only stud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issues from the four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issues, but also try to follow a new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co-produc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realize the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co-production of knowledge under Chinese discourse,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is, bringing important think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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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切入点较新颖，但对政府、专家、公众三者的角色定位及其互动机制描述不清；2.三大主体基础性功能的相关描述较为含糊，实质分析内容缺乏，较多处有重复赘述之嫌。请基于上述方面添加相关分析】
0  引言
科技伦理学问题源于人类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进步让人类更进一步认识到解决科技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18年，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endnoteRef:0]]创作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请取消用超链接/尾注的形式标示文献序号，直接在引文右上方标引对应的文献序号[1][2][3]……全文一一修改】，谈及科学对人类的负面作用以及破坏性后果，初步涉及了科学与伦理的边界，科技伦理问题呼之欲出。卡尔·波兰尼[[endnoteRef:1]]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分析了工业革命对人类历史中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揭示了20世纪政治经济面貌形成的深层原因，以及科技对社会起到的作用。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与开展，科技伦理学问题在新技术领域也随之而生。例如，希拉里·普特南[[endnoteRef:2]]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提到了“缸中之脑”【为何意？】，深刻地分析了科学与伦理的界限，这是人类关于“真实与虚幻”关系哲理的初步探索，也体现了人类对科技进步带来后果的恐慌感，科技伦理也日益受到重视。 [0: [] 雪莱. 弗兰肯斯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请注意图书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所有图书类参考文献均需补充页码，格式如下：作者.书名[M].译者,译.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1: []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刘阳, 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  [2: [] 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 童世骏,李光程,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随着中国迈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门，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达的经济为科技创新带来了肥沃的“土壤”。为进一步完善科技伦理体系、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不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endnoteRef:3]]【国家有关大政方针等政策法规文件如无特别需要，通常不作为学术参考文献引注】。但是，科技伦理问题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领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已难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endnoteRef:4]]。 [3: []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EB/OL］．(2022-03-20)［2023-09-19］.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20/content_5680105.htm.]  [4: []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问题的意见》（2022-03-20）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20/content_5680105.htm.
【和上一条重复】] 

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但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科技挑战时，单靠某一方的力量是绝对不行的【跟后文的科技伦理有何关系？】。事实上，政府如何监管、专家如何参与、公众如何发挥作用、三者如何合作，这都是学界研究的难题，也会形成实际的盲区，这便可能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黑箱”。因此，本研究分析了知识共生产视域下的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基础性功能与其对应的实现方式，以期通过开展中国大地上的科技伦理问题探究，推动科技伦理问题的本土化发展。
1  基本概念
1.1  科技伦理及其治理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科技伦理指的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endnoteRef:5]]【国家有关大政方针等政策法规文件如无特别需要，通常不作为学术参考文献引注】。科学与技术的伦理问题并非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在于实施技术的“人”。只有人类合理实施科学与技术，才能造福于人类。一方面，人类无限滥用科学技术理性导致了风险社会的产生[[endnoteRef:6]]。在风险社会中，突发性风险问题带来了新的科技伦理问题，所以要建立有效的突发性风险管控和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没有合理有限度地使用现代化的科技产品，也为人类带来了许多未知的风险，但正是因为这些未知的科技伦理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事故才引起人类的警觉，提醒人们要认清滥用科技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影响和后果。伦理的作用在于规范人类行为并给出价值判断[[endnoteRef:7]]，这既是科技伦理问题的目的，也是科技伦理问题的作用。 [5: [] 刘垠. 推动科技向善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N].科技日报,2022-03-21(1).]  [6: [] 吴翠丽.科技伦理:治理社会风险的路径选择[J].科学·经济·社会,2008,26(4):84-87,99.]  [7: [] 吴家睿.基于“平衡原则”的科技伦理治理: 简论《关于加强科技伦理问题的意见》[J].生命科学,2022,34(5):485-488.] 

简单地说，科技伦理治理指的是化解科技伦理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首先，科学技术发展往往会领先一步于现行法律规制，存在法律规制落后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需要及时调整相关法律规制与法律规范。尽管西方建立了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但尚未有明确的科技伦理治理概念，而与之相类似的是在其国内建立了“科研诚信制度体系”[[endnoteRef:8]]【有何类似之处？】。英国、美国等国这样形成了良好的学术风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遵循了良好的科研伦理核心价值理念。其中，英国良好的学术风气是因为强调自愿遵守、科研诚信框架体系完备、维护科研诚信的机构明确[[endnoteRef:9]]；美国的科研伦理核心价值理念包括：“诚信、客观、负责和守法”[[endnoteRef:10]]。而他们之所以可以遵循良好的科研伦理核心价值理念，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伦理预防性机制作用的发挥。其次，诚信原则还贯彻于相关法律、政策等的出台过程中。针对重点领域应对相关科研人员和公众进行调研，同时还要注意防止落入科技伦理法律陷阱中去[[endnoteRef:11]]。例如，我国《民法》《科技进步法》等中的法律条款往往与诚信原则紧密结合，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对科技伦理治理的高度重视。 [8: [] 程如烟,文玲艺.主要国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做法及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3,35(1):153-156.]  [9: [] 刘学,张树良,王立伟,等.英国科研诚信体制建设的经验及启示[J].科学管理研究,2017,35(6):110-112,116.]  [10: [] 王正平.美国科研伦理的核心价值、行为规范与实践[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4(5):5-15.]  [11: [] 刘益东.前沿科技领域治理应警惕科技伦理法律陷阱[J].国家治理,2020(35):23-27.] 

1.2  知识共生产理论
知识共生产理论源于对知识民主概念的进一步深化，知识民主概念的发展则倡导知识共生产的实现。一方面，作为知识共生产理论的前提，知识民主是一种重建实践和理想，公共知识的实验验证必须发生在公共领域[[endnoteRef:12]]。知识民主强调了先进民主中的参与多元化与先进经济中的知识与创新异质性和多样性[[endnoteRef:13]]。对科学民主化的论证、对科学知识生产民主特征的表述、对科学决策民主化的相关研究，是科学民主化研究的主要方面[[endnoteRef:14]]。另一方面，在知识民主的形成过程中，知识共生产作为一种呼声和要求出现了。科学知识共生产具有知识生产的目标对象从少量数据到海量数据、知识生产的组织模式从相对独立到聚合协作、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从理论驱动到数据驱动、科学知识的产品形式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等特征[[endnoteRef:15]]。例如，公民科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风险，需要反思型专家或知识的干预[[endnoteRef:16]]；而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知识生产中意见往往充满分歧[[endnoteRef:17]]。所以，在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中，不仅仅是专家，政府官员和公众代表都应当纳入其中。 [12: []MARRES N. Why we can’t have our facts back[J]. Engag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018, 4:423-443.]  [13: []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J. Open innovation diplomacy an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FREIE) ecosystem: building on the quadruple and quintuple helix innovation concepts and the “mode 3”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11,2(3):327-372.]  [14: [] 章雁超,尚智丛.科学民主化研究的缘起、现状及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3):59-65.]  [15: [] 丁大尉.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知识共生产:内涵、特征与争议[J].科学学研究,2022,40(3):393-400.]  [16: [] 刘翠霞.专家(主义/知识)的终结?: 公民科学的兴起及其意义与风险[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5):32-43,146.]  [17: [] 田甲乐,尚智丛.科学共同体中的民主策略[J].科学学研究,2017,35(5):661-666.] 

通常情况下，治理或解决科技伦理问题带来的挑战可以更好地规范人类行为，并有效推动科技向善，引导科技发展与进步。正确或积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科技伦理问题的全过程中。所以，人类可以通过对科技伦理问题进行现代化治理，使得科技伦理的作用充分展现，并进一步规范和约束人类的自我行为。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所有的规范和约束对科技伦理问题都是有益的。
基于此，知识共生产理论可以界定为：在同一个系统范畴内，各子系统在整合自身知识资源的基础上，采取审慎包容的态度吸纳其他子系统的知识资源，使各个子系统等享有知识资源，最终共同完成知识资源生产与再生产的全流程。其中，系统指部门、专业、层级等；子系统指不同部门、不同专业、不同层级；资源指科技信息、科学优势、城市科学文化、科技专家等知识资源。在包容性理念下实现科技伦理问题新发展，强调的是建立和完善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与协调机制，通过审慎包容的态度，妥善协调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纠纷。
具体来说，知识共生产理论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一，政府为知识共生产提供空间并搭建主体平台，实现了场地的完整性；第二，专家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基础知识来源与知识再生产，实现了知识的生产性；第三，公众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外部动力与生产需求，实现了知识的助力性。基于此，构建如图1所示的知识共生产理论研究框架。

【图1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由软件生成的图片字体大小和格式无法在软件中修改的话，请另行想办法改至符合出版规范方可刊登】


空间平台架构

知识资源
专家
政府
公众
知识共生产
知识储备再造
外生需求动因
科技伦理治理

图1 知识共生产理论模型

2  知识共生产理论视角下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基础性功能
基于知识共生产理论这一视角，政府、专家和公众等主体共同参与到科技伦理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分别具有空间平台架构、知识储备再造和外生需求动因的基础性功能。
2.1 空间平台架构基础性功能
空间平台架构基础性功能主要来源于政府和企业【下文未提及企业的具体作用和实现方式，为何？】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和企业为知识共生产提供空间并搭建主体平台，具体包含治理空间和主体平台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治理空间。政府和企业为知识共生产提供治理空间，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在治理科技伦理问题过程中，完善科技伦理与其治理的合法性，推动科技伦理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是其中的根本治理之道。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前，政府监管应高度重视科研院所的科技伦理教育，特别是加强科技人员的社会伦理责任教育[[endnoteRef:18]]，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通常情况下，政府监管对科研院所的科技伦理教育力度是有待提升，这个提升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有待提升”的依据为何？“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建议展开讨论】。第二，主体平台。政府和企业为知识共生产过程搭建主体平台，做好科技风险大小预估排序工作。政府有关部门在做好风险大小的预估排序工作过程中不能忽略科技专家的作用：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充分听取科技专家的现场建议，发挥科技专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科技专家也需要协同、配合好政府有关部门，做好事后监管工作，以合理预计科技伦理风险大小和影响范围。 [18: [] 吴翠丽.科技伦理:风险社会治理的应对之策[J].前沿,2008(12):142-146.] 

2.2 知识储备再造基础性功能
知识储备再造基础性功能主要来源于专家和智库提供的咨询服务。专家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基础知识来源与知识再生产，具体包含知识来源和知识再生产两个方面内容。第一，知识来源。专家评估和审查各地科技潜在隐患，为知识共生产提供稳定的知识来源。对于科技伦理问题，现在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这是典型的专家治理。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有助于形成“所罗门之宫”【以注释说明为何意】，建设由科学家、知识分子构成的科学院，形成良好的秩序，但是这种良好的秩序仅仅停留在学术作品的想象之中，因为该做法让专家垄断了科技伦理的审查，会导致很多其他的衍生问题，所以现在强调政府、专家和公众等主体共同参与到科技伦理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去。第二，知识再生产。专家参与要归纳和总结科技伦理问题解决办法，为知识共生产过程提供再生产。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时，专家参与应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宏观思路，充分发挥其智库咨询的功能，提出和总结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办法。
2.3 外生需求动因基础性功能
外生需求动因基础性功能主要来源于公众和第三方提供的需求动力。公众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外部动力与生产需求，具体包含外部动力和基本需求两个方面内容。第一，外部动力。公众发挥作为第三方监管的力量，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必要的外部动力。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前，公众应发挥舆论有效监督的作用，做到防患于未然。但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前，公众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事前公众无法掌握太多有效信息。第二，基本需求。公众要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发展，同时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基本需求。科技专家和公众代表等多元主体的审查，完善了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形成一座良好的“所罗门之宫”[[endnoteRef:19]]。科技专家和公众代表等多元主体的审查是“所罗门之宫”形成的根基，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不过，尽管有科技专家和公众代表等多元主体的审查，也是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什么方面杯水车薪？】，因为科技专家和公众代表等多元主体审查的过程是否具有代表性是该问题的关键。因此，要推动提升科技专家和公众代表等多元主体审查的代表性，使之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19: [] 培根.新大西岛[M]. 何新,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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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识共生产理论视角下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实现方式
空间平台架构、知识储备再造和外生需求动因3种基础性功能分别通过对应的实现方式，最终推动了知识的共生产。【本章节对相关实现方式的探讨不够深入、根本，只提出了概念上的表现和做法，略微浮于表面；此外，建议下文进行深入探究三者的机制作用与关系。下文的分析说服力较弱，请注意增强。】
3.1  政府：空间平台架构作用的实现方式
政府为知识共生产提供治理空间，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一方面，政府有关单位可以在科研院所定点开展一系列的科技伦理教育活动，从理论上提升科技人员的社会伦理责任感；另一方面，政府可以组织相关高校的专家进行科研伦理的研讨，并以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加强宣传相关科技伦理的政策。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时，政府监管应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政府监管应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这要求政府监管、专家献策和公众参与共同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打击科技伦理犯罪活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后，政府监管应合理评估和预计科技伦理风险大小，做好科技风险大小预估排序工作。政府监管应合理评估科技伦理风险大小，这样有助于合理分配资源处理不同程度的科技伦理风险，保证科技伦理事故带来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实际上，这需要极大地发挥科技伦理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作用，从而合理分配资源处理不同程度的科技伦理风险，实现风险大小的预估排序工作。
政府为知识共生产过程搭建主体平台，做好科技风险大小预估排序工作。不仅科研工作者需要遵守诚信原则，而且科技伦理规制政策的制定与出台、科技伦理与其治理的合法性、科技专家和公众代表等多元主体审查过程也需要遵守诚信原则。这是因为遵守诚信原则代表支持各类程序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支持程序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和透明性。科技伦理规制政策的制定与出台是政府监管、专家参与、公众发挥作用三者的结晶，也是多元主体治理作用的一个体现。遵守诚信原则是各类主体治理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也是科研工作者进行科学技术研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依据是什么？】，更是中国制定相关法律的一个重要原则，例如中国《民法》《科技进步法》内容的制定。其中，科技伦理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是科技伦理规制政策的根本保障。由于法律是限制科技伦理不端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所以通过行政法模式将科技伦理问题与挑战限定在一定的法律范围之内也是具有必要意义的。

3.2  专家：知识储备再造作用的实现方式
专家评估和审查各地科技潜在隐患，为知识共生产提供稳定的知识来源。一方面，专家参与应评估和审查科技伦理发展状况要做到符合客观实际，通过多个专家打平均分的方式，反复论证，从而得出最为标准的结论；另一方面，在评估的基础上，专家要进一步审查各地科技伦理发展体系是否存在漏洞，指出其中存在的潜在隐患。第一，专家要敢于指出潜在隐患，不怕调研的困难和艰辛。第二，专家要客观公正的评价，不可无中生有，也不可生搬硬套提出建议。第三，专家要能够仔细指出潜在的隐患【什么的隐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和透明【第三点与第一二点有重复论述之嫌】。专家要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科技伦理发展的实践，进一步使民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打击并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此建议对科研诚信不具有针对性】。
专家参与要归纳和总结科技伦理问题解决办法，为知识共生产过程提供再生产。一方面，专家参与应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宏观思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为民众谋幸福【减少口号类的建议】。另一方面，专家参与应建言献策，并提出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办法。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后，专家参与应归纳和总结中国韵味的科技伦理问题之路【？】的规律。专家参与不仅在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前、之时，更要在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后发挥自己的专业作用【如何发挥？】，做到对科技伦理问题理论的总结与提升，形成一套根植于中国本土实践的科技伦理问题规律，将实践进一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最终形成“理论－实践－回归到理论”模式，从而达到和实现专家的归纳总结作用。
3.3  公众：外生需求动因作用的实现方式
公众发挥作为第三方监管的力量，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必要的外部动力。公众事前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事中应发挥和培育作为第三方监管的力量。一方面，公众应发挥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对多方主体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减少科技伦理问题的发生率。另一方面，公众应发挥自身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有效监督，做到防患于未然，即便发生了，也可以通过有效的舆论监督使危害降到最低。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时，公众应发挥对政府有关部门、专家参与的合理合法监督。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时，公众监督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三方力量，所以要合理运用好第三方公众监督的力量。公众不仅应发挥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合理监督，还要对专家参与进行合理合法的监督，保证这三方【政府和专家只有两方】不出纰漏。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后，公众应辅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不信谣不传谣，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发展。
公众要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发展，同时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基本需求。专家参与也不是万能的，要综合各方建议、广纳言路，才能做好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时的有关治理工作。首先，公众在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后的作用较大。其次，公众应辅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与上文重复论述】引导舆论的正确风向，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发展。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保持较高的思想觉悟，从而降低科技伦理风险发生的大小。最后，广大公众处于科技伦理问题信息不对称当中，缺乏大量有用的资料信息，容易受到迷惑甚至诓骗，所以公众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维护社会政策的运行，做合格民众【何为“合格民众”？】中的一员。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结论部分需重新梳理。结论是对研究结果和论点的提炼与概括，不是摘要或主体部分中各章、节小结的简单重复，宜做到客观、准确、精练、完整。请进一步修缮】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随着我国迈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门，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达的经济为科技创新带来了肥沃的土壤【赘述】。本研究基于知识共生产理论视角，分析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基础性功能与其对应的实现方式。研究认为政府、专家和公众等主体共同参与到科技伦理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分别起到空间平台架构、知识储备再造和外生需求动因的基础性功能，从而最终实现了知识的共生产。
第一，空间平台架构基础性功能主要来源于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方面，政府和企业为知识共生产提供治理空间，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为知识共生产过程搭建主体平台，做好科技风险大小预估排序工作。政府和企业有关单位可以在科研院所定点开展一系列的科技伦理教育活动，从理论上提升科技人员的社会伦理责任感。政府和企业可以组织相关高校的专家，进行科研伦理的研讨，并以微信公众号、微信、微博等手段来不断宣传相关科技伦理的政策。
第二，“知识储备再造”基础性功能。本文所指的“知识储备再造”作用，主要来源于专家和智库提供的咨询服务。一方面，专家评估和审查各地科技潜在隐患，为知识共生产提供稳定的知识来源。另一方面，专家参与要归纳和总结科技伦理问题解决办法，为知识共生产过程提供再生产。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有助于形成“所罗门之宫”，建设由科学家、知识分子构成的科学院，形成“良好的秩序”，所以现在强调政府、专家和公众等主体共同参与到科技伦理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去。
第三，“外生需求动因”基础性功能。本文所指的“外生需求动因”作用，主要来源于公众和第三方提供的需求动力。一方面，公众发挥作为第三方监管的力量，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必要的外部动力。另一方面，公众要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发展，同时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基本需求。由于专家参与也不是万能的，要综合各方建议、广纳言路，才能做好科技伦理问题发生之时的有关治理工作。
总之，这3种基础性功能使得政府和企业为知识共生产提供空间并搭建主体平台，专家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基础知识来源与知识再生产，公众为知识共生产提供外部动力与生产需求。本文对在中国话语下实现知识的生产、再生产以及共生产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在中国式创新前提下解决科技伦理问题带来了重要的思考。【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
4.2 未来展望
未来可以从以下四大科学伦理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第一，生命科学的伦理问题。生命科学的伦理治理是当前最为先进的治理领域，国内有较多学者开展不同研究，主要涉及生物教育伦理、基因工程、生物安全风险等。生命科学往往会涉及转基因技术与基因工程，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科技伦理问题。第二，医学的伦理问题。与生命科学的伦理治理一样，医学的伦理治理也是同样重要的领域，事关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公平正义、人的重要性地位、基因编辑技术、医学伦理学等。第三，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极大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的社会面貌，所以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更为重要【前后逻辑关系不清晰】。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科技伦理问题，比如，人工智能中导致的信息隐私权问题、算法“黑箱”等。第四，大数据技术的伦理问题。大数据技术的伦理问题涉及法律与司法、伦理风险等等。
另外，基于知识共生产理论视域，未来研究可以尝试遵循的框架。基于公共管理的包容性治理理论，研究进一步与中国科技伦理问题的实际结合，提出“新”包容性治理模型框架，强调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与协调机制，如图2所示。第一，在整体性框架下解决科技伦理的治理创新问题。不论是“上三角”循环，还是“下三角”循环，甚至是“公众发挥作用”的外部循环，都是在一个整体性框架下解决科技伦理治理问题，体现了结构的整合性。第二，在包容性理念下实现科技伦理问题“新”发展。包容性理念强调的是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与协调机制，是一种审慎、包容的态度。第三，强调政府、专家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共赢，同时要妥善协调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纠纷。【未来展望只需要提出未来研究的大致方向方法，没必要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并分析。如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框架则建议置于前文并结合分析。请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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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包容性治理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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